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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時期先秦諸子學的興起 
——以王念孫《讀書雜志》為例 

 
鄭吉雄 

2004/11/1 

 

 
一、 問題的提出：治經與治諸子的關係 

 
（一）清代諸子學的興起 

 
個人多年來研究清代學術思想，始終對於學術思想之「變」懷抱高度的興

趣。約於三年前，我重新思考到清代乾嘉學術如何轉變到晚清、又如何再折入二

十世紀學術思潮的問題。傳統一般的看法，多認為晚清思潮轉變到近代中國思

潮，其內部的原因主要與龔自珍、魏源（1794-1856），和稍晚的康有為（1858-1927）

等今文經學家及其辨偽經有關1，而外在的原因則主要與西方科學思想的傳入有

關。我於此一解釋始終不甚愜意。因為不論「疑偽經」抑或「疑舊傳統」，「懷疑」

的意識與態度始終只屬於反面的因素。「懷疑」引起破壞是足夠的，但卻不足以

引起新思潮的建立。而正如我們所看見的，二十世紀的前半段，許多先知先覺的

知識分子推動著新文化運動、古史辨運動等變革運動，對於社會、倫理、科學、

教育等各個課題、諸如男女平等、法律制度、倫理關係等各方面的價值觀，是有

所建樹的，而非僅僅為破壞傳統而已。顯然地，引起近代中國新思潮的因素，不

應該只有「疑古」這一類反面的因素，而應該還有一些重要的正面因素，而我認

為，乾嘉以降學術界同感興趣的先秦諸子學，很可能就是這些正面的因素。梁啟

超（1873-1929）在撰《清代學術概論》時曾說： 
  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以後，至清之中葉，諸子學可謂全廢。2 

依照梁氏的看法，清中葉諸子學的復興，真可謂千古大事了。不過梁氏從歷史的

                                                 
1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先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均有說。
近人嚴壽澂〈嘉道以降漢學家思想轉變一例——讀丁晏頤志齋文集〉（《中國書目季刊》31 卷 3
期[1997.12]），稱「道咸以下學術風氣的轉變，最顯著的是以魏源、龔自珍為領袖的今文學之興
起。」 
2 收入《近代中國學術論叢》（香港：崇文書局，1973年），頁 87。我在 2000年 8月下旬於文哲
所會議室曾提出本文初稿作為訪問報告，當時承林慶彰教授提示，周秦諸子之學在晚明亦曾復

興，因此梁說有誤。我完全接受此一觀點。2001 年 8 月 9 日下午我在北京大學勺園與人民大學
黃愛平教授討論清代學術問題，承黃教授賜示，她剛指導一位博士班生畢業，其論文即為研究晚

明至清中葉的諸子學復興問題。略記於此。 



 2

角度看出清中葉以前諸子學的「全廢」，是向後面看3；稍後他撰寫《中國近三百

年學術史》，則轉為向前面看，更進一步看出諸子學興起後思想界掀起的大波瀾。

他說： 
       晚清「先秦諸子學」之復活，實為思想解放一大關鍵。4 

清代諸子學的興起，經過梁氏點出，晚近學者都有所注意，如張灝〈危機中的中

國知識分子〉一文承續梁氏的看法，認為諸子學的興起，為影響晚清思潮的三大

本土資源之一。此外，因為章太炎和近代中國諸子學的轉化深有關係5，因此研

究章氏的學者大多注意到諸子學興起的問題。如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論

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一書就有「晚清諸子學興起」一節專門討論。北京大學中

文系教授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一書第六章「關於經學、子學方法之爭」，

也有相當詳盡的說明。因此這個問題可以說從過去到現在，一直受到學術界的注

意。然而我仍認為諸子學如何興起的問題仍然未被清楚地探討出來。為什麼清中

葉乾嘉經學極盛之後，至進入晚清時期，雖然經學研究風氣並未衰微，卻會忽然

興起研究先秦諸子的潮流呢？諸子學和經學之間，又究竟有什麼關係呢？經學大

師王念孫積三十餘年歲月撰著《讀書雜志》，其中諸子書竟佔超過一半的分量，

這在清代學術思想史上又有何意義呢？這些問題都是有必要探討的。 

 
（二）「諸子」與「經」的關係 

 
關於諸子和《五經》之間的關係，其實早在乾嘉時期章學誠（1738-1801）

已經提出過一個特殊的觀點。《文史通義．詩教》說： 
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

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

也。 

換言之，戰國諸子專門著述的文章，是後世文體的重要始源。章氏又說： 
戰國之文奇邪錯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後世

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 

此處章氏直指戰國之文亦即諸子之文「源多出於《詩》教」，可以說非常清楚而

堅定地為諸子與經學之間建立了一個橋樑，並不是泛泛之論。他又說： 

                                                 
3 學者或以為梁氏之說不可信，清代以前諸子學實並未全廢，如《莊子》於唐代有成玄英《疏》；
如晚明有三教合一的潮流，注莊解莊者亦頗不乏人。 
4 氏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十四「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二）」（臺北：華正書局，1979
年），頁 273。 
5 胡適說：「到章太炎方才於校勘訓詁的諸子學之外，別出一種有條理系統的諸子學。」《胡適學
術文集：中國哲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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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

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

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

辭命之極也。6 

就如錢穆（1895-1990）所指出，章氏有許多學術觀點是得自《漢書．藝文志》

的7。《漢志》上承劉歆（約元前 53-後 23）《七略》，為諸子之「流」找出「源」

和「末流」8，但章氏《詩教》篇則指出，《詩經》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價值，是因

為它是戰國諸子瑰瑋文章的源頭；而戰國諸子著述作為中國歷史上「私人著述」

的起始點，又開啟了後世各種文體的大流。章氏的觀點，影響了稍晚的龔自珍

（1792-1841）。《定盦文集．古史鉤沈論二》說： 
《五經》者，周史之大宗也。孔子歿，七十子不見用，衰世著書之徒，蜂

出泉流，漢氏校錄，撮為諸子。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故夫道家者流，

言稱辛甲、老聃；墨家者流，言稱尹佚。辛甲、尹佚官皆史，聃實為柱下

史。若道家、若農家、若雜家、若陰陽家、若兵、若術數、若方技，其言

皆稱神農、黃帝。神農、黃帝之書，又周史所職藏，所謂三皇、五帝之書

者是也。9 

這裡自珍論說的核心觀念仍是《漢志》的諸子出於王官論，認為經、史、子在先

秦時期實為一體。不過他特別突顯「史」字，認為諸子所傳述諸如黃帝、神農之

類，其書最早都為周史所職藏。 

章學誠、龔自珍都未嘗撰寫過諸子學方面的專著。他們主要是以宏觀的視

界、從學術思想發展的歷史角度切入，為晚周諸子定位。和章學誠同時期的汪中

（1744-1794），曾研治《荀子》、《墨子》、《老子》、《晏子春秋》、《賈誼新書》，

而撰成〈荀卿子通論〉、〈墨子序〉、〈墨子後序〉、〈賈誼新書序〉等文章，是諸子

學說的專家。他提出「墨子者，蓋學焉而自為其道者也」10的觀點，截斷了《墨

子》與儒家經學的關係。論荀子時，則稱「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
11，卻肯定了荀子和先秦經學的傳承大有關係。汪中而外，江瑔《讀子卮言》則

提出： 

                                                 
6 《章氏遺書》（臺北：漢聲出版社，1973年）上冊，頁 10-12。 
7 氏著：《中國史學名著》：「該問章實齋的學問究從那裡來？我想他特別是從《漢書．藝文志》
來，又兼以鄭樵《通志》，而創出了章實齋討論古代學術一項重大的創見。」（臺北：臺灣商務印

書館，1993年，下冊，頁 313。） 
8 就以前註所引「縱橫家者流」一段而言，「蓋出於行人之官」，「行人之官」便是「縱橫家」的
一個「源」；而「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則是縱橫之術的「末流」弊端。 
9 《龔自珍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公司，1975年），頁 21。 
10 汪中：〈墨子後序〉，《述學》內篇卷 3（臺北：世界書局，1972年），頁 5b。 
11 汪中：〈荀卿子通論〉，《述學》卷 4補遺，頁 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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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中有經、經中亦有子。班氏《藝文志》之論諸子也，亦云合其要歸，亦

《六經》之支與流裔。蓋《六經》既出於諸子，諸子亦可出於《六經》。12 

「《六經》既出於諸子，諸子亦可出於《六經》」二語，後一語依據《漢志》，是

沒有問題的；前一語的主要依據是《六經》中《春秋》出自儒家創始人孔子，《禮》

則多出晚周以迄秦漢儒者之手。總之，不少清儒對於諸子書非常重視，而上述這

一類的言論多不是出於經儒之口。這是頗有意義、值得探討的現象。13 

 
（三）治經與治諸子的問題 

 
關於治經與治諸子的方法問題，光緒廿二年（1896）孫詒讓（1848-1908）

為所撰《墨子閒詁》作〈序〉時已說： 
昔許叔重注淮南王書，題曰「鴻烈閒詁」。閒者，發其疑牾；詁者，正其

訓釋。今於字義多遵許學，故遂用題署；亦以兩漢經儒，本說經家法，箋

釋諸子，固後學所睎慕，而不能逮者也。14 

孫氏晞慕「本說經家法，箋釋諸子」此一取向，不但因為他從許慎（30-124）《鴻

烈閒詁》上獲得證明，更因為在他以前，王念孫已以治經方法治諸子而取得豐碩

成果。孫詒讓是正統漢學家，以校勘訓詁治諸子典籍，因此對於諸子學與經學之

間在研究方法上的傳承關係，說得非常清楚。其後於民國十二年（1923）一月，

胡適發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暗示清代治諸子學最早的代表性人物為王念孫
15。同年胡氏和章太炎討論「治經與治諸子」方法的異同問題。大致上胡適認為

治經和治諸子都是用的「校勘訓詁」的方法，而太炎則指出「經多陳事實，諸子

多明義理」，研治方法上有著基本的不同，以校勘訓詁治諸子，亦只是「暫為初

步」的工夫而已16。在這裡我們暫不討論章、胡之辯孰是孰非，總之他們和孫詒

讓都指出了諸子學興起與清代經學風氣之間的密切關係。 

至於稍早梁啟超在民國九年（1920）十月撰《清代學術概論》時則指出，

                                                 
12 轉引自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對儒學傳統的衝擊》（臺北：時報文化，1992 年），頁
28。 
13 關於諸子與經學之間的問題，拙著〈《先秦諸子繫年》與晚清諸子學思潮〉一文別有申論。  
14 孫詒讓：《墨子閒詁》（臺北：世界書局，1986年），頁 5。 
15 「戴震、段玉裁、王念孫、阮元、王引之們的治『經』；錢大昕、趙翼、王鳴盛、洪亮吉們的
治『史』；王念孫、俞樾、孫詒讓們的治『子』；戴震、王念孫、段玉裁、邵晉涵、郝懿行、錢繹、

王筠、朱駿聲們的治古詞典，都有相當的成績。」《胡適文存》（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90年）
第二集，頁 2。又該年 3月，顧頡剛發表著名的〈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論及禹為「蜥蜴之類
的動物」。 
16 詳參陳氏：《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第六章「關於經學、子學方法之爭」（臺北：麥田出版，
2000），頁 242-243。 



 5

清儒在治史學時旁涉校勘，校及諸子書，因而引起研究諸子學的興味17。這是首

先講到治史方法與治諸子方法的關係的。其實，清儒自顧炎武、王夫之

（1619-1692）、黃宗羲以降，到乾嘉時期的錢大昕（1728-1804），都喜談經史。

經學和史學在方法上也常用得到校勘訓詁的方法。梁啟超的觀點，其實和孫詒

讓、章太炎並無二致。 

有一個極重要的要點，在這裡我必須指出：上述孫詒讓、章太炎二人之所

以講得那麼清楚，主要是因為他們都曾用校勘訓詁的工夫，對經書和諸子書下過

實際的苦功，所以他們對治經和治諸子之間的內在關係，說得特別清楚。相對地，

若只從一般性的學術史料來理解，就往往只能觸及表面而已。這就是為何在章太

炎以後，注意到王念孫《讀書雜志》的學者很多，但真正願意深入材料去探索治

經與治諸子之間的關係的卻很少。 

舉例而言，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對儒學傳統的衝擊》一書中就

曾論及晚清諸子學的興起。王氏認為，清儒治諸子最初的動機，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是子書被引為經學考證之助；其二為子書的義理價值被重新評估18。他針對

「何以清學研究的範圍必日漸向更古遠的文獻翻上一層」此一問題，特別引用了

俞樾（1821-1906）〈諸子平議序〉中「（諸子）其書往往可以考論經義，不必稱

引其文，而古言古義，居然可見」和「西漢經師之緒論已可寶貴，『諸子』又在

其前歟」兩段話，指出俞氏對此一問題提供了最清楚的說明，也「對子書材料在

經學考證上的價值何等重視」。然而，俞樾真的是用子書材料以作為經學考證之

助嗎？據我的觀察是大大不然。《諸子平議》一書中運用的研究方法固然非常多，

但絕大部分是以經書材料和經學考證成果，來考證諸子書的字辭文義。如卷一「管

子一」「守國之度，在飾四維」說： 
樾謹按：禮義廉恥，非由修飾。「飾」當讀為「飭」。《詩．六月篇》「戎車

既飭」，毛《傳》曰：「飭，正也。」「飭四維」者，正四維也。飭與飾古

通用。《易．雜卦傳》：「蠱則飭也」，《釋文》曰：「王肅本作飾。」《禮記．

樂記篇》：「復亂以飭歸」，《史記．樂書》作「復亂以飾歸」，並其證矣。19 

本條資料為全書第一條，其中俞樾用了《詩經》經傳、《周易．雜卦傳》、《經典

釋文》、《禮記．樂記》和《史記．樂書》等幾種經史材料來證明《管子》書裡一

句話中的一個字的字義。此可見俞樾並不是「對子書材料在經學考證上的價值何

等重視」，而是「對經書材料在子學考證上的價值何等重視」。當然俞樾並非只是

用經書來證明子書，有時也會用另一子書以考證此一子書的文義。如卷二十一《韓

                                                 
17 「清儒⋯⋯所校多屬先秦諸子，因此引起研究諸子學之興味。」《清代學術概論》（臺北：臺
灣商務印書館，1947年），頁 87。 
18 參氏著：《章太炎的思想》第二章第二節「晚清諸子學興起」。 
19 俞樾：《諸子平議》（臺北：世界書局，1973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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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子》「法不信則君行危矣」條： 
樾謹按：「危」讀為「詭」。《呂氏春秋．淫辭篇》：「所言非所行也，所行

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與此意相近。蓋法不信，則君之所

行，前後違反，故曰「詭」也；作「危」者，古字通耳。（雄按：下略）20 

這一條是藉由比較《呂氏春秋》與《韓非子》意義相近的文句，來證明《韓非子》

「君行危矣」的「危」字應讀為「詭」，等於用的諸子互相釋證的工夫。《諸子平

議》中考證的類例十分多，我暫時無法在此一一舉例說明。總之，俞樾雖然在〈諸

子平議序〉中舉出例證，大談諸子書如何可以「考證經義」，但當我們細讀該書

時，卻竟然發現他是大量地反過來用經書考證諸子之義。當然俞樾沒有任何掩飾

的理由，但《諸子平議》實際的研究取向，與該書〈序〉中所宣稱的之所以有如

此大的落差，也不是毫無原因的。俞樾任教於詁經精舍，在著《諸子平議》之前

已先著成《群經平議》21。作為一代經師，他有充分的理由不公開地將諸子書的

價值推崇到和經書等同的地步。事實上，他在〈序〉中強調「西漢經師之緒論已

可寶貴，『諸子』又在其前矣」，已經充分地肯定了諸子書的價值了。從《諸子平

議》的內容來看，我們明明看到他的觀點是「經書往往可以考論諸子義」而非「諸

子書往往可以考論經義」，我實無法相信俞樾之治諸子書，是要「引為經學考證

之助」。 

回到討論王念孫，究竟王念孫撰《讀書雜志》，又是否要「引為經學考證之

助」呢？蕭義玲〈從方法論的發展看清代諸子學的興起〉一文曾指出，王念孫治

諸子書，最初的動機，很可能不過是藉以將考覈古代語言的基礎，由「經史」擴

大為「經史子」而已22。我認為在某一層面來說蕭氏的推論是合理的；但蕭文完

全沒有提及《讀書雜志》所運用的方法在諸子學上的意義，似尚有未達一間的遺

憾。《讀書雜志》包含了數千條考證，對於一般讀者而言，確實不容易首尾卒讀，

當然也很難令人聯想到：長於校勘訓詁的王念孫，竟會和諸子思想或諸子學思潮

有關聯。 

至於陳平原「關於經學、子學方法之爭」一文，也沒有深入討論《讀書雜

志》、《諸子平議》等書的內容，只是刻意強調治經與治諸子的方法截然不同。他

引申太炎的觀點，認為乾嘉以降的漢學家以「校勘訓詁」治諸子只是一個「暫為

初步」的方法而已。陳氏意謂：因為諸子書多明義理，所以若不深入其哲理內容，

實在不能算是真正研治諸子。他說： 

                                                 
20俞樾：《諸子平議》頁 240。 
21 據鄭振模：《俞曲園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俞氏於同治元年（1862）撰成《群
經平議》，同治九年以前完成《諸子平議》。 
22 關於此一問題，讀者可參蕭義玲〈從方法論的發展看清代諸子學的興起〉，《孔孟學報》75 期
（1998.03），頁 153-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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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經師治學，只講音韻訓詁名物制度，如此讀書倒也無大礙；可是一旦

由「多陳事實」的「經」轉為「多明義理」的「子」，清儒之「不尚空談」

便成為明顯的缺陷。23 

陳文也特別闢一節論述「清儒之得失」，一再強調清儒的治學窠臼：過度強調文

獻實證、而無法了知玄理。他指出「以樸學立根基，以玄學致廣大」的章太炎，

既掌握了以校勘訓詁的治經治諸子的基本方法，又以其佛學和魏晉玄學的素養24

切入莊子和先秦諸子的哲理，才得以超越了窮守經籍的清儒，在諸子學上獲得真

正的突破。而這也是處處推崇清儒治學方法的胡適既不能理解、又不能望其項背

的地方。 

在這裡我對於陳氏忽略清儒的理想性這一點暫置不論，首先我必須指出，

陳氏似乎過於強調校勘訓詁和窮索玄理之間的「異」，而看不出二者之間的內在

關係之「同」。另方面，他也沒有指出太炎治諸子學那種求真求是的精神的來源。

照陳氏的講法，王、俞等以「校勘訓詁」治諸子的學者，和諸子玄理思想的發皇，

二者之間是可以沒有關係的，因為前者只是清儒典型的文獻實證工夫而已，後者

則是清儒所不擅長，也就是清學的「致命弱點」25。然而有一個重要的考慮，陳

氏似乎完全忽略了：太炎雖然超越了那些皓首窮索文獻的經儒，透過佛學和玄學

的素養轉入哲理的層次以研治諸子；但太炎的「超越」，並不代表對校勘訓詁的

背叛和蔑棄，而是百分之百立足於校勘訓詁之上。我們若回到太炎引以自豪的《齊

物論釋》，他在書中雖博徵內典如《毘婆沙論》、《解深密經》等以釋「齊物」義，

但其中發揮內典的地方，亦往往植根於《莊子》的舊注舊訓之上。如太炎釋〈齊

物論〉本文「縵者」、「窖者」，說： 
「縵者」，簡文云寬心；應是散意，亦謂率爾墮心，不串習境，無欲等生，

乍有所感，名率爾墮心也。「窖者」，簡文云深心；此即是尋求心，密者精

心，恆審思量，所謂慧也。26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太炎自「應是散意」下迄「名率爾墮心也」一段針對「縵

者」一詞而暢論名相問題的分析語，是以簡文帝《注》「寬心」二字為基礎引申

出來的；同樣地，他對「窖者」的詮解，自「此即是尋求心」下迄「所謂慧也」

一段文字，亦是從簡文《注》「深心」二字引申出來的。若無傳統注釋「寬心」、

                                                 
23 《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頁 250-251。 
24 陳氏稱：「隨著對魏晉玄學領悟的日益深入，章氏一改晉人治經『附會鑿空』的舊說。⋯⋯章
太炎注意到魏晉學者不再獨尊儒術，而是廣採眾說，自立新義，旁理諸子，探研佛典，多『覃思

自得』，故『真以哲學著見者，當自魏氏始』（原注：〈案唐〉，《章太炎全集》卷三，頁 451）。.⋯⋯
章太炎自稱中歲以後宗師法相，兼事魏晉玄文，方才明白清學的這一致命弱點。」《中國現代學

術之建立》，頁 250。 
25 同前註。 
26 章太炎：《齊物論釋定本》，《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六冊，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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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心」的訓解以為基礎，試問太炎要如何從《莊子》原文「縵者」、「窖者」兩

概念，一下子跳躍到後面一段充滿內典理趣的引申義？我們若一定要將校勘訓詁

和索解玄理一分為二，將前者形容為對諸子義理的探討毫無幫助，那麼面對上引

《齊物論釋》這樣的例子，試問我們又要如何解釋？ 

其實太炎反駁胡適、強調以「校勘訓詁」的治經之法治諸子只是王、俞等

學者「暫為初步」的工夫這段話，自有其立言背景。倘若我們以此推論到：「暫

為初步」的工夫無與於玄理哲理的闡發，我想即使起太炎於地下，他亦不會同意。

我也認為，必須先深入地透過《讀書雜志》和《諸子評議》來認識王、俞二儒的

「校勘訓詁」究竟做了那些工作，才能判定校勘訓詁和窮索玄理之間存在什麼樣

的內在關係。唯有了解二者之間的內在關係，吾人才有可能進一步了解到，諸子

書中義理的發皇，其實早在王、俞的校勘訓詁中已奠定了基礎。就如我在前文所

指出的，章太炎和孫詒讓之所以對於諸子學與經學之間的關係說得那麼清楚，正

是因為他們深悉校勘訓詁的實際材料的緣故。 

我始終堅信校勘訓詁和諸子義理之間具有密切的關係。事實上，乾嘉以降

的鴻儒碩彥多受經學訓練，其研治諸子的方法，自不得不從治經方法中尋繹而

得；而究其研治的最後結果，又不得不於諸子異於儒學理念的思想觀念，包括政

治、社會、倫理等各方面，有所發明，漸而反權威、平等、名理邏輯等各種問題

與課題，均漸被發掘、被重視、被討論。因此追究起來，近代中國思想激變的重

要源頭之一，很可能就是晚清大盛的先秦諸子研究；而晚清諸子學的興盛，又必

然可以從「乾嘉學術」這個更早期的學術思潮中找到線索。這是我近年來的一個

思路，也是我嘗試從博大浩瀚的《讀書雜志》中找尋蛛絲馬跡的基本原因。 

 

 
二、 王念孫及其《讀書雜志》簡介 

 
（一）王念孫生平簡介 

 
王念孫，字懷祖，號石臞，高郵（舊屬揚州府）人，生於乾隆九年（1744），

卒於道光十二年（1832），得年八十九歲。父親王安國，為雍正二年（1724）進

士，官至吏部尚書。念孫年少好學，遍讀經史，十餘歲時父親聘戴震為塾師，開

始受業於戴氏。乾隆四十年中進士（1775），選翰林院庶吉士，後歷工部主事，

陝西道御史等職。嘉慶四年（1799）仁宗親政，念孫援據經義首劾大學士和珅，

得到嘉獎，授直隸永定河道；兩年後因河隄漫口而罷官。未幾轉任山東運河道，

後復任永定河道，嘉慶十五年（1810）提出引黃河入運河的建議，永定河再度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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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於是念孫引罪辭官，得旨以退休致仕。自此潛心著述。平生所著書有《廣雅

疏證》十卷、《讀書雜志》八十二卷餘編二卷、《古韻譜》二卷、《說文考異》二

卷、《丁亥詩鈔》一卷、《王石臞先生遺文》四卷等。其中《疏證》、《雜志》與念

孫子引之所輯撰《經義述聞》、《經傳釋詞》，合稱「高郵王氏父子四種」，是乾嘉

時期極負盛名的著述。 

念孫《廣雅疏證》「就古聲以求古義，引伸觸類，擴充於《爾雅》、《說文》，

無所不達」27，主要是聲韻訓詁之學的論著，而《讀書雜志》雜考子史以至於漢

隸，這兩部書看似和經學沒有直接關係。但我們必須認清王氏父子是正統的經學

家，而不可誤以為他們是零零碎碎的考據家。首先念孫於諸經的考訂，其成果大

量集中在《經義述聞》中，亦即引之所稱「家大人」的部分。焦循（1763-1820）

說： 
本朝經學盛興，在前如顧亭林、萬充宗、胡朏明、閻潛丘。近世以來，在

吳有惠氏之學，在徽有江氏之學、戴氏之學。精之又精，則程易疇名于歙，

段若膺名于金壇，王懷祖父子名于高郵，錢竹汀叔侄名于嘉定。其自名一

學，著書授受者，不下數十家，均異乎補苴掇拾者之所為。是直當以經學

名之，烏得以不典之稱之所謂考據者，混目于其間乎！28 

據《清史列傳》卷六十八念孫本傳說： 
論者謂清代經述，獨絕千古。高郵王氏一家之學，三世相承，自長洲惠氏

父子外，蓋鮮其匹云。29 

王氏父子以經術輝耀史冊，主因即在於其治經方法的縝密，他們在校勘、文字、

聲音、訓詁、名物考訂等各方面的精密，在學術界是膾炙人口的。莊雅洲也曾指

出王氏父子「因聲求義」的治經方法30；陳祖武甚至評「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則

專精校勘訓詁，較之戴震，實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31，又認為「王氏父子之學，

以文字音韻最稱專精」、「乾嘉學派之于音韻學，因係為治經服務」32。 

 
（二）王念孫與戴學一脈求真求是的精神 

 

                                                 
27 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卷 9（臺北：明文書局，1982年），頁 248。 
28 焦循：〈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雕菰集》（收入《文選樓叢書》，《百部叢書集成》，臺
北：藝文印書館，1967）卷 13。 
29 蔡冠洛編纂：《清文列傳》（臺北：啟明書局，1965年） 
30 氏著：〈論高郵王氏父子經學著述中的因聲求義〉，收入《乾嘉學者的治經方法》（臺北：中央
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0年）上冊，頁 351-406。 
31 陳祖武：〈關於乾嘉派的幾點思考〉，《清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
文哲研究所，1994年），頁 257。 
32 氏著：《清儒學術拾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 1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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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諸子創造出輝煌的百家爭鳴時代，既各有其理想性，則必然各有其所

求之真及所求之是。正因為其求真求是，以致於各自堅持，彼此批評，互不相讓。 

回到清代諸子學興起這個課題，從王念孫「校勘訓詁」式的治諸子到章太

炎的「多明義理」式的治諸子，也都有一種求真求是的精神。這種精神應該是起

源於戴震。戴氏治經，是以求真求是為最高目標。依章太炎〈清儒〉一文的講法，

乾嘉學術中戴震的皖學是以「綜形名、任裁斷」為主33。「形」即事物形體，「名」

即文字34，「綜形名」即綜理名實，探究文字語言與事物實體之間的關係；「任裁

斷」，即在綜理名實的基礎上斷定其是非真理所在。戴震重視文字聲音訓詁，能

以字形、聲音和訓詁考釋古代禮、數、制度；而戴氏的終極關懷，則在於透過疏

證字義，以獲得義理。戴氏的求真求是的精神，表現於論學，則有「不以人蔽己，

不以己自蔽」的宗旨35。他的學生以金壇段玉裁及高郵王氏父子最傑出，與他合

稱「戴段二王」。如梁啟超曾指出，讀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 
  則「先生之言非也」，「先生之說非是」諸文，到處皆是。36 

顯示段氏具有吾愛吾師、而猶愛真理的求真求是的精神。至於高郵王氏父子校勘

訓詁的精到，學術界論者已多，不必贅言37。而王氏父子求真求是的精神，與戴、

段是一致的。王氏父子既重求是，又重考古，而求是的優先順序恐怕尚在考古之

前。引之就曾經批評惠棟，說： 
惠定宇先生考古雖勤，而識不高、心不細，見異于今者則從之，大都不論

是非。說《周禮》丘封之度，顛倒甚矣，他人無此謬也。來書言之，足使

株守漢學而不求其是者爽然自失。38 

王氏父子標舉「求是」的大纛，事事堅持要「論是非」，而反對「株守漢學」，這

是最明顯的例證。從戴震的「求至道」39、「反蔽」40，到王氏父子的「求是」，

                                                 
33 〈清儒〉：「吳始惠棟，其學好博而尊聞；皖南始江永、戴震，綜形名，任裁斷。此其所異也。」
《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頁 473。 
34《論語》「必也正名乎」鄭玄《注》：「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又《儀禮．

聘禮》鄭《注》：「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名，書文也。今謂之字。」 
35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十一：「『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二語，實震一生最得力處。」
頁 58。 
36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十一，頁 72。 
37 方俊吉：《高郵王氏父子之學研究》第三章「王氏父子之學風及治學方法」提出八點總結王氏
父子的治學方法，分別為務根基、正門徑；重條理、詳分析；明句讀、精校讎；審聲音、申古義；

析詞性、辨虛實；博采證、慎闕疑；謹歸納、善發明；觸類旁通。（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
年，頁 53-136）胡楚生《清代學術史研究》十四「高郵王氏父子校釋古籍之方法與成就」則提
出五點：分別為依據聲韻、辨識通假；比對異文、校正訛誤；覓求佐證、勘定衍脫；綜舉成語、

研索古義；推尋文義、判斷事理。（臺北：學生書局，1988年，頁 210-235。） 
38 〈致焦里堂書〉《焦氏遺書．卷首》。 
39 戴震〈與是仲明論學書〉，《東原文集》卷 9，《戴震全書》（合肥：黃山書社，1994-1997）第
六冊，頁 370。 
40 戴震〈答鄭丈用牧書〉，同前註，頁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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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太炎的「轉俗成真，回真向俗」的「求真」，其思想是一脈相承的。要特別強

調的是，同為求真精神，戴氏、王氏父子與章太炎之間，也有相異的地方。戴震

對於宋學尤其是程朱深致不滿，而對於他自己所掌握的數學、天文、地理、文字、

聲音、訓詁等各方面的經學之知具有強烈自信，並相信只有經由這些知識，透過

這些方法，才能得到經中之理。不過有人或許以為戴氏也是尊信古籍，只有純客

觀的歸納而無演繹，這一點，拙著〈乾嘉學者治經方法與體系舉例試釋〉中已經

有所闡述。在這裡我願意再舉另一例以說明。眾所周知，戴震重視治經要「由字

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41，但他為《毛詩補傳》撰〈序〉，起首即強調孔子

「思無邪」一語的重要性，接著說： 
余私謂《詩》之辭不可知矣，得其志則可通乎其辭；作《詩》之志愈不可

知矣，蔽之以「思無邪」之一言，則可通乎其志。 

照戴氏的意思，治《詩》者運用孔子「思無邪」一語以通達詩人的「志」，得詩

人之志則可通《詩》之辭。這樣一來，「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便變成

「由道以通其志，由志以通其辭」，整個邏輯似乎倒過來了。此可見戴氏治經始

終有一種潛在的極度重視思想義理的意識。這當然不代表他自相矛盾，毋寧說是

因為他深知在詮解經典的過程中，先有義理然後訓辭詁字、抑或先有訓詁然後發

揮義理，原本就是一個相互為用、而非此先彼後的絕對關係。戴又稱《補傳》： 
就全《詩》考其名物字義於各章之下，不以作《詩》之意衍其說，蓋名物

字義，前人或失之者，可以詳而覈之。古籍具在，有明證也。作詩之意，

前人或失之者，非論其世、知其人，固難以臆見定也，姑以夫子之蔽夫三

百者，各推而論之，以附於篇題後。42 

我們若細讀《補傳》，不難發現戴氏於各章之下除了引《毛傳》《鄭箋》之外，還

要據古籍考覈名物字義。至於篇題之後，則用孔子「思無邪」這句話來推論作詩

之意。名物字義和作詩之意必然都包含了戴震獨到的心得，《毛傳》《鄭箋》往往

反而只能作為輔助而已。換言之，戴震的求真精神，不但以他素所自負的訓詁考

據方法為基礎，也包含了相當高度的主觀性。至於《孟子字義疏證》一書，則更

帶有濃厚的演繹和批判色彩了。 

王氏父子在求真精神上和戴氏則大不相同。他們治學一方面是表現在客觀

地將一切本證、旁證以及相關的資料全部有系統地臚列出來，以證成一個結論的

方法；另方面則是表現在對於對錯是非的執著，絕對超越於師生、朋友、傳統、

倫理等世俗的價值。王氏在《讀書雜志》雜引了許多同時期優秀的學人朋友如顧

                                                 
41 戴震〈與是仲明論學書〉：「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
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同前註，頁 370。 
42 戴震〈毛詩補傳序〉，《戴震全書》第一冊，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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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圻（1766-1835）、孫星衍（1753-1818）、畢沅（1730-1797）等學者的校箋，遇

到他們說錯的時候，也是直指其誤，絕不苟簡。至於章太炎在杭州詁經精舍追隨

過俞樾，受俞氏的影響甚深。從王念孫的治諸子學到俞氏的《諸子平議》，以至

章太炎的《膏蘭室札記》、《莊子解詁》等，治諸子的方法與傳統本已為兩次轉手，

但王氏那種極度嚴謹於證據和推論的風格，卻不稍衰。戴學一脈相傳的求是求真

的精神，和先秦諸子執著真理的精神是很容易產生共鳴的，無怪乎王氏父子和極

推崇戴震的章太炎，對於諸子書都有著高度的興趣、並願意埋首其中了。 

 
（三）《讀書雜志》簡介 

 
《讀書雜志》正編共八十二卷、另餘編二卷。《正編》討論《逸周書》、《戰

國策》、《史記》、《漢書》、《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淮南內篇》、

《漢隸拾遺》等子史之書共十種；《餘編》上卷討論《後漢書》二十一條、《老子》

四條、《莊子》三十五條、《呂氏春秋》三十八條、《韓非子》十四條、《法言》八

條；下卷《楚辭》二十六條、《文選》一百一十五條。合計數千條的考證，絕大

部分是王念孫所撰，但其中也有王引之記的，約六百餘條；顧廣圻記的有四十三

條；又如《淮南內篇》也曾引錢大昕《潛研堂文集》的考證。關於《讀書雜志》

的撰著年代，《正編》十種中，大部分都有念孫所撰〈敘〉，〈敘〉中通常有說明；

但如《淮南內篇雜志》、《漢書雜志》沒有〈敘〉，也就沒有直接的說明。賴炎元

〈評介王念孫的讀書雜志〉43及戴文和〈王念孫《讀書雜志》之介紹〉44都有述

及《雜志》各種的撰著年代，其中賴文考證較為翔實。他指出： 
念孫從嘉慶元年（1796）寫成《廣雅疏證》後，就開始寫《讀書雜志》，

到他去世的前一年（道光十一年[1831]），先後化了三十六年的時間，才

完成這部鉅著。45 

根據他的考訂，《讀書雜志正編》十種寫成的年代，分別為： 

1.《漢隸拾遺》一卷，嘉慶十五年（1810）前後完成。 

2.《戰國策雜志》三卷，嘉慶十六年（1811）完成。 

3.《淮南內篇雜志》二十二卷，嘉慶二十年（1815）完成；《補遺》一卷，顧廣

圻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寫成。 

4.《史記雜志》六卷，嘉慶二十二年46（1817）完成。 

5.《漢書雜志》十六卷，嘉慶二十三年（1818）完成。 

                                                 
43 刊《中國國學》第 3期（1974.12），頁 153-167。 
44 刊《僑光學報》10期，（1992.10），頁 1-40。 
45 《中國國學》第 3期，頁 157上。 
46 原文誤植為二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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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管子雜志》十二卷，嘉慶二十四年（1819）完成。 

7.《荀子雜志》八卷，道光九年（1825）完成；《補遺》一卷於翌年完成。 

8.《逸周書雜志》四卷，道光十年（1830）完成。 

9.《晏子春秋雜志》二卷，道光十一年（1831）完成。 

10. 《墨子雜志》六卷，道光十一年（1831）完成。 

至於內容方面，學術界的讚語，於此不贅。其特出的地方，除了學者提出的精校

勘、重訓詁、重歸納、審字形之類，還有發凡起例的貢獻，即主要在《淮南內篇

雜志．敘》中，念孫將他校《淮南子》時所發現錯誤，分析歸納為六十二類47，

為當代校讎學奠定了基礎。江蘇古籍出版社於 1985年印行的《讀書雜志》，前有

趙振鐸所撰《弁言》，對於王氏父子在書中所運用的校勘訓詁方法有很詳細的分

析，讀者可參考。 

 

 
三、 《讀書雜志》對諸子義理的發皇 

 
太炎曾敘述治諸子學的難處如下： 
訓詁恢奇，非深通小學者莫能理也；其言為救時而發，非深明史事者莫能

喻也；而又淵源所漸，或相出入，非合六藝諸史以證之，始終不能明其流

別。近代王懷祖、戴子高、孫仲容諸公，皆勤求古訓，卓然成就，而後敢

治諸子。然猶通其文義，識其流變，才及泰半而止耳。其艱澀難曉之處，

尚闕難以待後之人也。若夫內指心性，旁明物曲，外推成敗利鈍之故者，

此又可以易言之耶？48 

太炎提出的「訓詁恢奇」、「內指心性」、「旁明物曲」，在在說明了先秦諸子書本

質上是既涉及訓詁的問題，其內容又深入到心性與事物之理。我在上文曾指出校

勘訓詁與發明義理都是研究諸子書的必要條件，絕不能一刀切斷，太炎此一論

點，恰好證明了我的觀點。因此就其全體而言，治諸子書的人非但要深通小學以

「通其文義」，還要「深明史事」以了解其救時之心，又要融合《六經》古史之

知識，以「識其流變」。然則治諸子書者豈可謂「多明義理」即可盡其能事？清

儒的不尚虛談，至少在「深通小學」、「合六藝諸史」兩方面出入無礙，又豈可稱

之為「明顯的缺陷」？事實上，先秦諸子無論是《老子》、《莊子》、《荀子》、《墨

子》、《韓非子》等，每一部典籍都包含了上述這些要點：既聯綴故訓而成文義，

                                                 
47 詳參賴炎元〈高郵王念孫引之父子的校勘學〉，刊《中國學術年刊》第 10 期（1989.02），頁
216-219。 
48 《時學箴言》，轉引自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 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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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鋪陳文義而記史事；或於史事中闡述心性，或內指心性而旁明物曲。總之每一

「子」的思想都是一個整體。這個道理看似簡單，但當我真正閱讀《讀書雜志》

後，更深深感到：王氏父子如果沒有對諸子的思想義理有一定的把握，校勘訓詁

對於某些問題來說根本無從下手；而相對地，當王氏父子做校勘訓詁時，即使所

闡釋的是最單純的命題或概念，只要該命題或概念涉及義理，該部子書所蘊涵的

哲理性即不可避免地成為《雜志》內容的一部分。 

王念孫《讀書雜志》中疏證諸子書中的訛誤，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有諸子

書文字訛誤致文義不明，而王氏加以闡明者；有王氏未闡明文義，謹引述內容，

指陳訛誤者；有舊注誤解文義，王氏辯正之者；有舊注不誤，原文傳抄訛誤，王

氏藉舊注以明文義，以正訛誤者；有舊有脫文，而王氏補充之者。不一而足，限

於篇幅，暫不一一論述。以下分點說明《讀書雜志》對諸子義理發皇的方式，暫

分十一點論述： 

 
（一）所引子書內文富含義理性 

 
如章太炎所云「諸子多明義理」，尤其要注意的是，諸子的義理和儒家經典

的義理之間，不論是政治理念、人生價值、歷史傳述、宇宙觀、心性論等各方面，

往往都大相逕庭。念孫在《讀書雜志》中雖然以考證訛誤、補闕析疑為主要工作，

但即使不就引述的原文作思想性的分析或義理性的發揮，只要原文本身具有哲理

性，讀者在研讀《雜志》時，絕不可能絲毫不受其影響。尤其王氏撰《雜志》以

釐清諸子文義語義為主，這些具思想性、哲理性的原文在《雜志》中容或瑣碎不

具系統，但累積起來，配合王氏的疏釋，其中的意義也能呼之欲出，足以提供後

人如俞樾、章太炎等精思博識的學者充分的啟發，俾使其可以站在前人的基礎

上，綜理諸子的思想。這一類的情況和例證在《雜志》中最多，如《管子》多論

治道，《雜志》「管子．第三．民力必竭」條說： 
「故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引之曰：「必」

字因注而誤，當作「不竭」。此承上文言之。號令禮義度量刑法者，國之

經也。今皆變易無常，則民無所勸懲，莫肯竭力以事其上矣。（原注：〈君

臣篇〉曰：「群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故曰「國無常經，民力不竭」也。

上云「民不勸」、「民不畏」，此云「民力不竭」，義相因也。上無固植，則

下有疑心；國無常經，則民不竭。乃理之必然者，故曰數也。（雄按：下

略）49 

本條所用的方法，引上文「民不勸」、「民不畏」和「民力不竭」互證其「義相因」，

                                                 
49 《讀書雜志》（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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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用「本章本篇自證」，是本證法中最為核心的方法，也是王氏父子最常用、最

重視的方法之一。「上無固植，則下有疑心；國無常經，則民不竭。乃理之必然

者」五句，固然涉及治術的問題，和乾隆末嘉慶初中國的政治社會情況，恰可以

相喻。又「管子．第五．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 
「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強者所

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念孫案：「治

而未必富也」，當依朱本作「而治未必富也」，方與下文一例。道者，由也。

（原注：見〈禮器〉、〈中庸〉《注》）尹注誤解「道」字。50 

雄按：與前例一樣，本條亦用「本章本篇自證」的方法，強調「與下文一例」。

念孫此段案語頗短，所指出的訛誤亦不甚嚴重，但所論為屬政治的理論、統治階

層所關心的課題。「治未必富，富未必強，強未必勝，勝未必制」堪為統治者詳

參。治亂、貧富、強弱等觀念，也是《老子》、《韓非》、《商君書》時常討論的治

術問題。關於個人修養方面，如「管子．第二．章書」： 
「深而跡，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循理而不迷」。（原注：今

本循作脩，非。辯見前「循誤為脩」下。）念孫案：「書」當為「畫」，字

之誤也。此言君子之道德有常，如工之明其繩墨、章其規畫，則後人皆循

其理而不迷也。《楚辭．九章》「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王《注》曰：

「言工明於所畫，念其繩墨，循前人之法，不易其道。」以言人遵先王之

法度，循其仁義，不易其行。語意略與此同。51 

這一條中念孫所闡述的「先王法度」、「仁義」、「不易其行」等概念，亦是儒家恆

言，足以與儒家思想相發明。修養道德、循理不迷，對於儒者而言，固然為不可

移易的價值觀念，但其實這一類的道德價值，在先秦諸子之間往往是共通的，並

非儒家所專有。 

 
（二）子史之間亦可有衍生、承續、因襲的關係 

 
《雜志》「管子．第一．循誤為脩」： 
循理，順理也。〈九守篇〉又曰：「脩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脩，亦當

為循。循，因也，因名而責實也。《韓子．定法篇》曰：「因任而授官，循

名而責實。」《淮南．主術篇》曰：「循名責實，官使自司。」《後漢書．

王堂傳》曰：「循名責實，察言觀效。」《蜀志．諸葛亮傳．評》曰：「循

                                                 
50 《讀書雜志》頁 454。 
51 《讀書雜志》頁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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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責實，虛偽不齒。」皆本於《管子》也。52 

雄按：以上申明循名責實之義，可以與下文「名實之辨」的材料互看。名實問題

是名家思想的重點，《史記．太史公自序》記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亦以為名家「控

名責實，參互不失」。然而王氏提示《韓非子》、《淮南子》、《後漢書》、《三國志》

關於「循名責實」的理念，其實都是「本於《管子》」。這無疑讓讀者明白：無論

諸子抑或史家，無論其為晚周抑或漢魏，知識分子都重視名實問題，而「循名責

實」的觀念，也可能以《管子》為最早，因而法家的《韓非》、道家的《淮南子》，

史書如《後漢書》、《三國志》，都受其影響。換言之，先秦諸子之間不但語言和

思想觀念可以互證，與後世的政治學術思想亦可聯繫於同一脈絡中貫串而比較。 

 
（三）治術 

 
《管子》書中論治術之處十分多，涉及道家、法家甚至部分儒家的思想也

所在多有。舉例而言，如《雜志》「管子．第一．不可不審」條，說： 
「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念孫案：「審」，本作「重」。此言人主重

民而輕法，則民不畏；民不畏，則不可御。故曰「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

不重」。（雄按：下略）53 

又「管子．第五．善攻」： 
「理世不在善攻」（原注：理本作治，此避高宗諱改）。念孫案：治世與善

攻，兩不相涉。《通典．兵三》引作「治世不在善政」，是也。治世不在善

政，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故尹《注》云「在於權宜」。54 

雄按：「人主重民而輕法，則民不畏；民不畏則不可御」一點，涉及治人及治法

的問題，可與「善攻」條互相參看。治人治法的問題，在清初黃宗羲《明夷待訪

錄》及晚清朱一新（1846-1894）《無邪堂答問》中都有論及。念孫雖據《北堂書

鈔》、《太平御覽》等書作「不可不重」而改此條，但在材料的取捨之際，卻顯示

了念孫的思想。讀者讀「善攻」條中念孫的解釋「治世不在善政，所謂有治人無

治法也」，自不難明瞭。又「晏子春秋．第一．明君不屈民財、不窮民力」條說： 
「明君不屈民財者，不得其利；不窮民力者，不得其樂。」念孫案：此文

本作「君屈民財者，不得其利；窮民力者，不得其樂」。「屈」者，竭也（原

注：見《呂氏春秋．慎勢篇注》、《淮南．原道篇注》），言君竭民之財，將

以求利也，而必不得其利；窮民之力，將以為樂也，而必不得其樂。故下

                                                 
52 《讀書雜志》頁 412。 
53 《讀書雜志》頁 414。 
54 《讀書雜志》頁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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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云「嬰懼加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庲之樂」也。今本「君」上衍「明」

字。（原注：此涉下文「不遵明君」之義而衍。）「屈」、「窮」二字上又各

衍一「不」字（原注：此涉下文兩「不得」而衍），則義不可通矣。55 

本條與中國傳統重視民生民力、藏富於民的政治思想有關。論者多知清初黃宗羲

《明夷待訪錄》上承《孟子》而有貶抑君權的民主意識，而念孫此條則說明了《晏

子春秋》亦頗有儆君尊民的思想，實值得吾人注意。 

 

 
（四）名實 

 
名實之辯是中國思想史上延續了二千餘年，極受每一時代知識分子重視的

課題。《雜志》所論以「名實」為主要觀念的資料，除前引《管子》「循誤為脩」

一條外，還可注意以下四條，首二條為荀子論大共名大別名。《雜志》「荀子．第

七．共則有共」： 
「故萬物雖眾，有時而欲遍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

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念孫案：「共則有共」之「有」讀為

「又」，謂共而又共，至於無共，然後止也。楊說失之。56 

念孫糾正楊倞《注》的謬誤。「有」讀為「又」幾乎是讀先秦古籍的常識，念孫

於此不憚煩複，再加申論，更進一步釐清了荀子「大共名」的觀念。又「荀子．

第七．遍舉之」： 
「有時而欲遍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

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念孫案：此「遍」字當作「別」，與上條不同。

上條以同為主，故曰「遍舉之」；此條以異為主，故曰「別舉之」（原注：

下文皆作「別」）。鳥獸不同類，而鳥獸之中，又各不同類。推而至於一類

之中，又有不同。（原注：若雉有五雉、雇有九雇，牛馬毛色不同，其名

亦異之類。）故曰「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原注：

「有」讀為「又」，見上條。）至於無別，然後止」也。今本作「遍舉」，

則義不可通。蓋涉上條「遍舉」而誤。楊說皆失之。57 

本條可見念孫訓解「大別名」，並不僅恃校勘訓詁而已。此條辯論特詳，念孫特

別加注說明「牛馬毛色不同，其名亦異之類」，應該就是運用《公孫龍子》「馬者

命形，白者命色，命色非命形」的「白馬論」的觀念。經他一解釋，則荀子「大

                                                 
55 《讀書雜志》頁 527。 
56 《讀書雜志》頁 723-724。 
57 《讀書雜志》頁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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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名」的觀念，亦得以更清晰了。此外，「管子．第六．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 
「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念孫案：此皆以四字為句。「治」下「之」字，

涉上文「物至而治之」而衍；「奇身名廢」，當作「奇名自廢」。「自」與「身」

相似，又因下文兩「身」字而誤為「身」，又誤倒於「名」字之上耳。尹

注曰：「奇，謂邪不正也。」「正名自治」、「奇名自廢」相對為文，謂名正

則物自治，名不正則物自廢也。〈樞言篇〉曰：「名正則治，名倚則亂。」

是其證矣。「倚」與「奇」通。58 

雄按：此條以〈樞言篇〉與本篇互證。念孫闡釋文義「名正則物自治，名不正則

物自廢」，可見其為透過掌握文義以實踐校讎。此處管子強調「正名」的重要性，

亦可以與《論語》正名思想互喻。由於念孫注意到名實關係為先秦諸子所共同關

注，他也曾以此一認知判斷諸子書的句讀。如「管子．第六．而天下治實不傷不

亂於天下」條說： 
「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念

孫案：此以兩「治」字絕句。「實不傷不亂於天下」八字連讀，「實」與「名」

正相對也。59 

在這連成一氣的二十七字中，念孫成功地加以校正，主要就是掌握了名實觀念的

緣故。 

 
（五）形氣神 

 
形氣神的問題，是道家恆言，儒家經典中，唯《周易》發揮最多。「淮南內

篇．第一．生之充．二者」條說： 
「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

者傷矣」。念孫案：「充」，本作「元」，此涉下文「氣不當其所充」而誤也。

元者，本也，言氣為生之本也。《文選．養生論注》引此正作「元」，《文

子．九守篇》亦作「元」，王冰注《素問．刺禁論》云：「氣者，生之原。」

語即本於《淮南》。「原」與「元」同。「一失位，則二者傷」，謂此三者之

中，一者失位，則二者皆傷也。各本「二」作「三」，因下文「此三者」

而誤。（原注：《文子》亦誤作「三」。）唯道藏本、朱本作「二」。莊刻依

諸本作「三」，非也。《文選注》引此正作「二」。60 

雄按：念孫發現後世引用《淮南子》的書籍，「生之充」均作「生之元」或「生

                                                 
58 《讀書雜志》頁 470。 
59 《讀書雜志》頁 468。 
60 《讀書雜志》頁 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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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原」。不過他取「元」而捨「原」，而以「元者，本也，言氣為生之本也」三語

加以說明。「二者傷」各本作「三者傷」，只有道藏本和朱本作「二」。念孫取「二」

而捨「三」，亦顯然是基於他對於「形氣神」三者之間關係的理解。 

 
（六）士行 

 
儒家學說外王內聖兼重，因此對於士行的問題，討論最詳。但先秦諸子，

對於此一問題未必無所發明，而所發明，亦應可以與儒說互證互喻。「晏子春秋．

第一．若其衣服節儉」： 
「天下懷其德而歸其義，若其衣服節儉而眾悅也」。案：「若」當為「善」，

字之誤也。（原注：〈諫上篇〉：「公曰善」；〈雜下篇〉：「以善為師」，今本

「善」字並誤作「若」。）懷其德，歸其義，善其節儉，三者相對為文。

惟其善之，是以悅之。今本「善」誤作「若」，則義不可通。61 

「唯其善之，是以悅之」兩句話，是在糾正「若」為「善」字之後，進一步繹釋

該句的意思。又「墨子．第一．待祿、憂反」： 
「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念孫案：「待」當為「持」，「憂反」當為「愛交」。

持，猶守也。（原注：《呂氏春秋．慎大篇注》）言仕者守其祿，游者愛其

交，皆為己而不為國家也。《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

為事。」《晏子春秋．問篇》曰：「士者持祿，游者養交。」養交與愛交同

意。62 

「愛交」一詞在《墨子》書中頗為常見。墨子倡兼愛，雖然在儒家學說的評價下

有「二本」的嫌疑，而為歷來儒者所不道；但依本條所引〈七患〉本文可見，墨

子言「仕者持祿，游者愛交」，批評第四患「為己而不為國家」的人，其重公輕

私的思想，其與儒家理念又豈有二致？又「墨子．第三．昔、用偏、循身」： 
「昔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用偏，近以循身」。念孫案：此文本作「皆

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周偏（原注：與遍同），近以脩身」。言君子之

行仁義，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則所施周遍，近則以脩其身也。今本

「皆」作「昔」，「周」作「用」，「脩」作「循」（隸書脩循相亂，說見《管

子．形勢篇》），則義不可通。63 

此條念孫並不以其他鈔本或他書引文校勘，而是直接依文義及字形可能訛誤的方

向判斷。墨子言兼愛，與孔孟言仁義不同；但念孫解釋《墨子》文義，特稱「言

                                                 
61 《讀書雜志》頁 528。 
62 《讀書雜志》頁 561。 
63 《讀書雜志》頁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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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行仁義」云云，以儒釋墨，頗堪玩味。又「墨子．第三．苟生、苟義」： 
「曩與女為苟生，今與女為苟義」。畢云：「苟，苟且。」念孫案：畢說非

也。「苟」讀為「亟其乘屋」之「亟」。亟，急也。《說文》：「苟，自急敕

也。從羊省，從ㄅ口，ㄅ口，猶慎言也。（原注：舊本誤作「從包省，從

口；口，猶慎言也。今依段《注》改。）與苟且之「苟」從艸者不同。「曩

與女為苟生，今與女為苟義」者，「曩」，謂在陳蔡時也；「今」，謂哀公賜

食時也。（原注：具見上文）苟，急也。言曩時則以生為急，今時則以義

為急也。64 

本條所引，出〈非儒下〉。念孫所得結論，與畢沅「苟且」義，雖不相同（俞樾

《平議》亦用畢沅義）65，但念孫用以闡述語義「曩時則以生為急，今時則以義

為急」，與原本墨子詆孔子「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贏鮑，則偽行以自飾」，

意義完全一致而無牴觸。則念孫雖為經儒，遇到墨子譏詆孔子的話語，亦能客觀

注解，發明墨子的思想。 

 
（七）諸子源流 

 
《雜志》「淮南內篇．第二．雜道以偽」： 
「澆淳散樸，雜道以偽；儉德以行，而巧故萌生」。高《注》曰：「雜，粈。」

念孫按：「雜」當為「離」，字之誤也。「儉」讀為「險」。（原注：險儉古

字通，說見《經義述聞》《大戴禮》「惠而不儉」下。）《莊子．繕性篇》：

「德又下衰，＊淳散樸，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原注：郭象《注》：「有

善而道不全，行立而德不夷。」）」此正《淮南》所本。《文子》作「離道

以為偽，險德以為行」，又本於《淮南》。然則原文作「離道」明矣。66 

雄按：本條屬「以諸子互證」之例。互證的方法，本係治經常用的方法。念孫治

諸子，其取證的先後順序，大致上是先取本書自證，兼取古代語言故訓旁證，然

後取同一書的其他鈔本自證，或取舊注作內證，或取同時期的經書或諸子書互

證，或取屬於同一思想學術源流系統的典籍互證。總之愈與原文的關係相近，則

取證的優先順序愈前。此條之中，念孫指出《莊子》為《淮南子》所本，《文子》

又本於《淮南子》，也就等於說明了《莊子》、《淮南子》及《文子》三者之間的

傳承關係。又如道家典籍論人類生死形骸，有「形」、「形形」，「生」、「生生」等

觀念，如《列子．天瑞》篇所稱「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

                                                 
64 《讀書雜志》頁 596。 
65 參俞氏《諸子平議》或孫詒讓《墨子閒詁》卷 9句下引。 
66 《讀書雜志》頁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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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雜志》「淮南內篇．

第十二．形之不形」條說： 
「孰知形之不形者乎」，念孫案：「形之不形」，當依《莊子》作「形形之

不形」。郭象曰：「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少一「形」字，則義不

可通。《列子．天瑞篇》亦云：「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67 

念孫此條串聯《莊子》、《淮南內篇》及《列子》等書，而考訂「形形」這一屬於

道家思想的概念，顯示他在展開校勘訓詁的工作時，也不斷在掌握諸子思想體系

的特殊性。 

 
（八）財貨 

 
1897年章太炎在《經世報》發表〈讀《管子》書後〉，論及文明、侈靡、工

藝、貿易等相關的經濟問題，開始用先秦諸子的思想討論歷史現實的問題，較他

於 1906 年在日本時於國學講習會講述諸子學，嚴厲評騭孔子及先秦諸子，尚早

九年。諸子書中關於商品貿易之類的言論頗多，尤以《管子》為不少，而抽繹《管

子》本文關於財貨問題的論述，《讀書雜志》已啟其先。《雜志》「管子．第一．

百利不得」： 
「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則百事治」。念孫案：「百利不得」，

當作「百利得」。言百貨賤，則民之得貨多而百利得；百利得，則百事治

矣。上文云：「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是其證。68 

念孫引述「上文云」，亦係以本篇本章自證。將此四句的文辭內容糾正過來，其

中的關涉民生的財計思想即自然顯出。其後太炎發揮《管子》經濟思想，推源溯

本，能不及於《讀書雜志》嗎？「管子．第十一．正食」亦與上條略同： 
「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

有正食而盜」。引之曰：「正」字義不可通。「正」當為「乏」。乏者，匱也、

絕也。《史記．高祖紀》曰「漢軍乏食」是也。乏食則不忍飢餓而為盜矣。
69 

此條念孫校正所憑藉者，主要為對古文字形的知識。除《管子》之外，墨子亦尚

論經濟問題。《雜志》「墨子．第一．故食不可不務也以下七句」： 
「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五穀盡收，則五味盡

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畢本「力」訛作「立」，云：「立、節為韻，

                                                 
67 《讀書雜志》頁 865。 
68 《讀書雜志》頁 416。 
69 《讀書雜志》頁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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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御為韻。」念孫案：畢說非也。古音「立」在緝部，「節」在質部，

則立、節非韻。（原注：原本「立」作「力」，「力」在職部，力、節亦非

韻。）「主」在厚部，「御」在御部，則主、御非韻。畢未能了然於古音之

界限。70 

這一條全屬於古音韻的問題，但如前文所述，念孫即使不就引述的原文作思想性

的分析或義理性的發揮，只要原文本身具有哲理性，讀者在研讀《雜志》時，就

不可能不受影響。單以這段引文而論，嘉道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讀到首三句「食

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時，心中能無所感嗎？ 

 
（九）義理 

 
「理」、「義」以及「理義」、「義理」等概念，是儒者恆言。關於先秦諸子

對此等概念及其相關義涵的闡釋，歷來儒者很少論及，實則諸子之說可以與儒說

互證。《雜志》「管子．第六．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 
「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

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

理因乎宜者也。」引之曰：「禮出乎義」，當作「禮出乎理」。「禮者，謂有

理也」，故曰「禮出乎理」。「義出乎理」，當作「理出乎義」。「理也者，明

分以諭義之意也」，故曰「理出乎義」。「理因乎宜」，當作「義因乎宜」。「義

者，各處其宜也」，故曰「義因乎宜」。寫者錯亂耳，不然，則「義者宜也」，

上言「禮出乎義」，而下又別言「理因乎宜」，是分「義」與「宜」為二也，

殆不可通。71 

雄按：禮為最外，內以理為基礎；理又以義為基礎；義又以宜為基礎。引之對於

四者關係的分析，可謂極其清晰。此條值得喜談儒家義理的學者詳參。 

 
（十）天大地廣 

 
諸子對於人文世界的認知，為其義理價值的基礎；其對於自然天地的認知，

亦與其思想有關。《雜志》「荀子．第一．天見其明地見其光」條，念孫糾正楊倞

《注》的說法，考證「明」、「光」二字，指出「光」讀為「廣」，又引《詩經．

小雅．車牽》《正義》、《中庸》「高明，所以覆物也」句、《左傳》成十六年「今

而明之其可乎」三處資料，證明「明」與「大」同義。念孫說： 

                                                 
70 《讀書雜志》頁 561。 
71 《讀書雜志》頁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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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者，天之全體；廣者，地之全體。（原注：《繫辭傳》：「廣大配天地」，

承上文「大生」、「廣生」而言，謂大配天，廣配地也。〈中庸〉言「博厚

配地」、「高明配天」，「博」亦「廣」也，「明」亦「大」也。）「故君子貴

其全也」，〈儒效篇〉曰：「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

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語意略與此同。楊《注》皆失之。
72 

此處念孫講明「天大地廣」之義，則讀者自能明白所謂「故君子貴其全」者，即

指君子應以天地為效法的對象，以廣大全盡為修身為學的目標，而荀子勸學的理

念，亦得以進一步闡明。據此可見，王氏父子從諸子書所獲得的，並非如哲學家

透過玄思冥索而得的義理，而是從辛勤的文獻工夫中提煉出來的義理。 

 
（十一）莊子思想 

 
傳統學者論先秦諸子文章的閎肆，往往推尊《莊子》；章太炎承繼清代諸子

學的研究，撰《莊子解故》、《齊物論釋》，亦對莊子最為心折。《雜志》於莊子思

想觀念的考證不多，可能因為《莊子雜志》為念孫未完成的初稿的緣故。但可以

引述注意的亦不少。下引四條。第一條《餘編上》「莊子．與造物者為人，不與

化為人」： 
〈大宗師篇〉：「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應帝王篇〉：

「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郭象曰：「任人之自為。」〈天運篇〉：「久矣夫

某不與化為人。」郭曰：「夫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引之曰：郭

未曉「人」字之義。人者，偶也；「為人」，猶「為偶」也。〈中庸〉：「仁

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偶之言。」

（雄按：下略）73 

雄按：《淮南內篇．第一》有「與造化者為人，下與造化為人」條，亦為王引之

所撰，辨正的內容相同，都是論「人」應讀如「相人偶之人」。《淮南子》高誘《注》

訓「為」為「治」，「為人」即「治人」。引之說： 
高未解「人」字之義，故訓「為」為「治」。人者，偶也，言與造化者為

偶也。74 

以下即引〈中庸〉鄭《注》內容。「為人」一詞，《淮南子》的高誘《注》之訓為

「治人」，有望文生義之嫌；《莊子》郭象（253-312）《注》之訓為「任人自為」，

                                                 
72 《讀書雜志》頁 635。 
73 《讀書雜志》頁 1012。 
74 《讀書雜志》頁 768。 



 24

與郭象「自化」的逍遙觀念有關。而引之考證「人」讀如「相人偶」之人，「為

人」即「為偶」，讀者若置之於〈大宗師〉篇，不難發現這一解釋始能與全文的

思想呼應通貫，更可感到王氏父子的校勘訓詁為有思想的根柢了。又清儒論

「仁」，多以鄭玄「相人偶」之義解釋75，第二條《餘編上》「莊子．擢德塞性」： 
〈駢拇篇〉：「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念孫案：「塞」與「擢」

義不相類。「塞」當為「搴」；擢、搴，皆謂拔取之也。《廣雅》曰：「搴，

取也、拔也。」（雄按：原注略）此言世之人皆擢其德、搴其性，務為仁

義，以收名聲。非謂塞其性也。《淮南．俶真篇》曰：「俗世之學，擢德攓

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乃始招蟯振繾物之豪芒，搖消掉捎仁義禮樂，

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又曰：「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

攓取吾情。」皆其證也。76 

此條念孫亦能掌握莊子反儒的思想，了解莊子不滿於儒家仁義思想傷德害性，於

是配合校勘訓詁資料，作出判斷。第三條《餘編上》「莊子．哽而不止則跈」： 
「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則眾害生。」郭象曰：「當通

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釋文》：「跈，女展反。」《廣雅》云：

「屨也，止也，本或作蹍同。」念孫案：「踐屨」與「壅塞」，二義不相比

附。郭云「理有不泄而相騰踐」，所謂曲說者也。本或作蹍，亦非也。今

案：跈讀為抮；抮，戾也。言哽塞而不止，則相乖戾；相乖戾則眾害生也。

（雄按：下略）77 

本條念孫雖未論及莊子「道」的思想，但顯然對莊子「道通為一」的觀念有所掌

握及理解，然後有「哽塞而不止，則相乖戾；相乖戾則眾害生」的理解。第四條 

《餘編上》「莊子．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天下篇》：「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郭象斷「天下多得一」為句。《釋文》曰：「得一，偏得一術。」念孫案：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當作一句讀。下文云：「天下之人，各為其所

欲焉以自為方。」句法正與此同。「一察」，謂察其一端，而不知其全體。

下文云：「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即所謂「一察」也。

若以「一」字上屬為句，「察」字下屬為句，則文不成義矣。78 

此條所引莊子的論點，係從「道通為一」的觀點譏評持其他方術的諸子「察其一

                                                 
75 如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八篇上「仁」字條《注》，頁 365。又參阮元《揅經室一集》卷 8〈論
語論仁論〉，《揅經室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冊一，頁 157。文長不錄。 
76 《讀書雜志》頁 1013。 
77 《讀書雜志》頁 1019。 
78 《讀書雜志》頁 1020。 



 25

端，而不知其全體」，念孫既對莊子思想有所闡發，而讀《雜志》者亦可以儆然

自省也。 

 

 
四、 結語 

 
乾嘉學者治經而強調經傳一體，已經突顯了經部文獻相互間的邏輯完密、

相互一致的關係；儒者如萬斯大、毛奇齡、惠周惕等特別強調「以經釋經」、「以

經解經」，更突顯了諸經之間為一整體的觀念。這些觀念，從文獻研究的角度而

論，是屬於治經方法的問題；但吾人絕不能說，治經與思想絕無關係。方法的採

擇、觀念的運用，其背後必有一種思想價值作為主體。從思想的角度看，清儒將

考證的範疇主要約束在經部文獻的範疇中，實使經學研究達到極為精純的境界。

而就在乾嘉經學最鼎盛的時期，王氏父子開始兼採古史諸子典籍中的古代語言與

經書中的語言結合起來研究（《經義述聞》中例子極多，不遑列舉），並將治經方

法中「以經部文獻互相釋證」的方法運用到諸子學上，「以諸子文獻互相釋證」，

突顯了子部文獻彼此間的密切關係。換言之，由乾嘉治經書發展而至治諸子書，

由乾嘉學者治經方法發展而至治諸子方法，由經學研究發展而至諸子思潮大盛，

就是乾嘉學術演變至晚清學術的一個大方向、大潮流。由此觀之，乾嘉以後先秦

諸子學的鼎盛，可謂清代學術一大事因緣了。 

王氏父子的《讀書雜志》主要用的校勘訓詁的方法來釐清諸子書中相關的

問題，使不可讀的地方變為可讀（如脫文之類）；使不可知曉的地方變為可知曉

（如文字訛誤之類）；使舊注訓解的正確之處和誤解之處都顯露無遺（包括漢魏

注解以迄清人注解）。其中大部分的材料，固然與思想義理無關；但卻也有相當

多的地方，念孫直接引述諸子書中具有義理的內容，或疏通了諸子書中相關的思

想義理或概念，又或藉諸子思想觀念的掌握，以衡定字辭文句。我們固然不能說

《讀書雜志》是一部論述諸子哲理的著作，然而，從學術思想發展的脈絡看，我

們卻可以肯定一點：諸子思想在清中葉後得到發皇，其起始點就是在乾嘉經學家

以治經的方法治諸子書的成果之中。若吾人說晚清諸子思想復興的線索，可以在

《讀書雜志》這部鉅著中尋覓而得，應該是不過分的。 

《讀書雜志》一書絕非只有校勘訓詁。正確地說，王氏父子是以訓詁為基

礎，釐清諸子書的語義文義，復以校勘證明其訓詁不誤；有時藉訓詁和校勘證明

名物制度；有時也會藉由某一子的思想觀念，來證明其文字語言內容應作甲而非

作乙；有時則藉由文獻的比較，證明同屬一思想流派的幾種古籍前後彼此相承的

關係。從種種跡象顯示，念孫面對著這一大批充滿脫文、衍文、錯簡、訛誤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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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文獻，他是先對於其中各種子書中的思想內涵先有了相當程度的掌握後，才進

行疏釋校勘的工作。他時常用兩部子書的內容文辭意義互相疏證，足以證明這一

點。 

先秦諸子思想中，除最早的儒家以外，其餘諸子立論，每多批判儒學，老、

莊、墨、韓等無不如此。而其反儒非儒以外，又各自建立其完整的思想體系，足

以與儒家的價值體系並立。對於乾嘉時期的儒者來說，先秦諸子學是具有特殊意

義的。其時經學發展至極盛，而國家衰象也漸呈露。據昭槤《嘯亭雜錄》所記載，

當時滿洲貴族已趨腐化；龔自珍《明良論》、《乙丙之際箸議》也論述了清中葉官

僚制度僵化，考試制度無法培育人材等問題；洪亮吉（1746-1809）《卷施閣文集．

意言》則論及人口增長所連帶產生的糧食分配、生產、貨物流通等問題。這時期

中國的社會、政治、思想文化等各個層面存在的問題，都可謂極其嚴重。這些國

家社會的衰象，與學術界經學研究的極盛，一悴一榮，恰為相對。經學的最高理

想應該是要經世的，治經學者無法扭轉當時的政治環境，則他們心裡的苦悶，是

可想而知的79。在當時的儒者同感經史考據無法圓滿解決國家社會人生現實問題

時，諸子學說未嘗不能提供另一種可能性，也可以說是另外的出路。我在兩年前

曾提出：尋求思想的解放，是乾嘉以降學者治經而外，兼治諸子的重要原因80，

主要就是基於這一個想法。 

諸子學復興解放了近代思想，這是梁啟超早已指出、也是近世學者大多了

解的事實。然而我還進一步認為：諸子學興起的起始點，原來是深深埋藏在乾嘉

經學家堅實的經學研究、和枯索零碎的校勘文獻工作之中的。借用近年來大家都

喜用的「內在理路」的觀念來解釋，諸子學興盛所引起近代思潮的轉變，其內在

理路即在於乾嘉經學研究之中。這是一個極為有意義的現象。吾人唯有深入相關

校勘訓詁的文獻，才能將這個線索看得更清楚些。 

 

 

 

 

 

 

 

 

 
                                                 
79 章學誠晚年有〈上大學士論時務書〉、段玉裁讀龔自珍〈明良論〉而稱「髦矣，猶見此才而死，
吾不恨矣」，可證。 
80 參拙著〈錢穆先生治學方法的三點特性〉，發表於《文史哲》2000年第 2期，頁 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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